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167-178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00  

文章引用: 温洁. 嵌入式文化网络: 乡村有效治理的生成逻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167-178.  
DOI: 10.12677/ass.2025.147600 

 
 

嵌入式文化网络：乡村有效治理的生成逻辑 
——基于J省P镇G村的个案 

温  洁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2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4日 

 
 

 
摘  要 

中国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予以强烈关注的重要议题。引入

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与嵌入理论，提出“嵌入式文化网络”，基于对J省P镇G村个案研究对乡村通过行政

嵌入和内生文化相耦合实现有效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功能机制进行诠释。研究表明：通过“文化复现–关

系重塑–组织再造”的运行逻辑，通过传统文化重塑乡村社会关联和凝聚价值目标；运用行政吸纳和文

化认同连结乡村关系网；通过组织构建建设综合平台，通过组织的形式吸纳社会与市场资源进入治理。

“嵌入式文化网络”通过“价值统合–主体凝聚–资源整合”的功能机制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外嵌性

与内生性的互构融合，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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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has been strongly con-
cerned by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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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 theory and embed-
dedness theory, proposes the “embedded cultural network”, and interpret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coupling of administrative embeddedness 
and endogenous culture in village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G village in P town of J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operating logic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relationship remodeling-or-
ganizational reengineering”, the rural social association and cohesive value goals are reshaped 
through traditional culture; Us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o connect village 
network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
zation, the social and market resources are absorbed into th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or-
ganization. The “embedded cultural network” realize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
dition and modernity, embeddedness and endogeneity through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value 
integration, subject cohes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promotes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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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本大国，乡村治理是我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最大规模的空间治理形

态，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

将“治理有效”作为指导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治理有效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和手段。 
在长期的乡村治理实践中，政府对乡村进行了大量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但受到地方复杂性、利

益多元性和传统文化惯性等因素的制约，仍出现制度实践效果实质性倒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基层政

权的合法性不升反降等“悬浮化”[1]、“内卷化”[2]困境，难以摆脱“行政有效，治理无效”[3]的掣肘。

传统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是熟人社会与宗族网络，已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些乡村内生性治理资源，

强调发挥乡村在地内生性资源的作用。但上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乡村由传

统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且具封闭性的“熟人社会”[4]过渡为具半开放性的“半熟人社会”[5]、“无主体

熟人社会”[6]，以宗族关系为特征的关系网络逐渐松解，乡村迈入“空心化”。随着地方性规范[7]的逐

步丧失，内生性约束力量不断解构，乡村成员行为渐趋原子化[8]，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和主体性缺

失困境。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路径与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自治路径均存在很大

的困难。因此，乡村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调研中发现，J 省 P 镇 G 村同样面临行政悬浮、自治匮乏的治理困境，但其通过文化治理探索出

了一条成功的乡村治理路径，乡土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得到激活，多元主体紧密结合成文化网络，行政力

量、乡村力量有效协作，乡村公共事务治理高效有序。本文以 J 省 P 镇 G 村为例，探讨政府如何通过构

建文化网络，实现多主体力量、多要素的联动凝合，从而助力乡村有效治理。 

2. 文献综述 

本文参考罗西瑙[9]、俞可平[10]的观点，将“有效治理”定义为：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通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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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各主体的合作与协调等一系列过程，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达成公共事务治理的实际效果。

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治理基础方面，治理的合法性(权威)来自认同和共识，

而不来自外部强制力量；二是治理路径方面，治理不是由政府单一完成，而是多元主体合作和协商的过

程；三是治理结果方面，治理实践能够满足治理主体和对象等多方主体的预期和诉求。围绕乡村有效治

理的讨论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研究集中于主体性视角、过程性视角和要素性视角。 
其一，基于主体性视角。相关研究主要根据国家、基层政府、政党、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乡村

精英、村民等主体之间的主导地位和力量对比的差异，形成政党统合和多元共治两种类型。政党统合主

要通过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功能优势、主体优势和整合优势[11]，通过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12]，
实现政治嵌入、行政吸纳和民主协商[13]，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14]。多元共治更强调社会各类主

体通过对话、协商、竞争、合作等机制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近年来集中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特色的驻村帮扶工作队[15]、驻村第一书记[16]、新乡贤群体[17]的主体功能，多元主体共有权力、利

益和价值，在乡村场域中共建、共治、共享。 
其二，基于过程性视角。相关研究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出发，探讨与基本治理单元区位条

件、规模层级相适应的治理方式，主要有集中式治理、分散性治理和多层化治理三种治理类型。整体性

治理主要通过治理单元上移的合村并组、合村并居等方式对村庄建制进行调整[18]，推进乡村空间形态优

化和治理[19]，以单元调整来实现治理有效。分散性治理主要通过治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等更小单位的

“微治理”[20]，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自治[21]。多层化治理强调以复合单元和灵活单元为基础，以动态调

整为手段建立复合规模型治理规模体系[22]，形成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多层化基本治理单元体系[23]。 
其三，基于要素性视角。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从不同维度探索乡村有

效治理的不同路径。从内部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的文化[24]、旅游[25]、土地[26]、生态[27]等，盘活乡村

资源；从外部通过技术嵌入、法治嵌入等方式实现数字乡村[28]、法治乡村[29]等。基于要素性视角的乡

村治理强调资源要素与基层治理融合互嵌，以实现资源互补、以制度与法律协调实现功能升级，从而实

现资源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综上，既有相关研究分别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治理有效实现的各种条件、路径，丰富了乡

村有效治理研究成果，对乡村有效治理实践具有启发作用。然而，乡村治理成效是多主体、多过程、多

要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沿用某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实现持续的有效治理。这也是有的地方沿用上

述治理方式，一味强调单一主体、制度规范、技术理性等要素但仍出现“治理无效”现象的原因。实现乡

村治理的有效之道在于保持乡村的内生文化秩序并实现行政力量的柔性嵌入，在乡村文化场域中实现多

主体、多要素的耦合。但相关研究较少涉及。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利用。本文通过对 J 省 P 镇 G 村进行个案访谈与参与式

观察为主的田野调查获得丰富的田野资料，以及对个案形成过程中的政府及新闻媒体报道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探索其实现内生文化与行政力量耦合以进行有效治理的生成逻辑、功能机制，以期为持续提升乡

村治理效能提供新的思路。 

3.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3.1. 理论基础：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嵌入理论 

“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由杜赞奇提出，是揭示乡村社会的治理规则的一个

重要分析框架[30]。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对原有权威和法统的继承

等各种手段获得的使他人服从的能力。在乡村社会，任何权力的形成都离不开乡村内生的文化，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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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及其活动，因此权力的形成与作用从表象上来看就处在了由不同组织体系和象征

规范所构成的框架“网络”之中[31]。组织体系包括多种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如宗族、宗教、水利会等

组织以及非正式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姻亲等所形成的关系体系。文化网络攀附于内化在乡村中并被大众

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和规范，其体现在宗教信仰、家族条规、乡村规约、亲戚纽带以及

是非标准等内容中。在传统时期，乡村有效治理的基础便是这样的文化网络，当今乡村的发展也仍需要

以本土的文化网络及其关系结构作为行动框架，并在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的交织中得以持续[32]。 
但与杜赞奇提出该分析框架的背景不同的是，杜赞奇所描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文化

网络内生且坚固的基础上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交换，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设的快

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村落的物理状况，还极大地影响了乡村原有的文化网络，村民原子化和异质性程度

提高，社会资本流散，乡村组织凋敝[33]。文化网络往往不再具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文化网络已

隐匿在乡村社会中难以自行发挥作用，我国乡村社会内部的主体性呈现式微状态。此时，国家需要主导

重构乡村的文化网络以利用该内生力量达成治理目标，即国家力量代表的基层行政权力需逐步嵌入乡村

治理的秩序结构。 
对此，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本文引入嵌入理论。“嵌入”(Embeddedness)最早由波兰尼提出，

认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34]。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认为不仅经济行为，其他社会行为都

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并基于网络联系视角将嵌入细化为“关系嵌入性”和“结

构嵌入性”[35]。随后，学者们不断延伸嵌入性概念，将其细化为政治嵌入性、文化嵌入性、认知嵌入性

等[36]。“嵌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系统，通过系统内部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形

成一个各取所需的趋于稳定的新系统。其强调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相互“扎根”的紧密联系过

程[37]。 
行政权力的嵌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意识形

态和行政权力需渗透到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权威，以实现团结村民和资源获取。在这一

过程中，国家通过对乡村精英的行政吸纳改变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使原子化的个体直接面对全能

主义的国家[38]。二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对策。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熟人社会”式微，乡村成员大

量缺席，舆论压力减小、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原有文化网络被打破，需要国家力量提供的外生秩

序予以补充。 

3.2. 分析框架：嵌入式文化网络 

基于上述分析，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能局限于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行政

治理逻辑或单一的乡村治理内部自治逻辑，而是需要两者的辩证互构。本文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和

嵌入理论，提出“嵌入式文化网络”，即外生性治理主体和要素在现代治理目标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

上，通过一系列手段和过程，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将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和行动规则嵌入文化网

络。嵌入式文化网络相较于权力文化网络有两方面新的内涵：一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是一种基于“嵌入”

而形成的“文化网络”，即各治理主体在网络建构过程中存在时间先后和主客体之分，行政力量以嵌入

的方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之中，通过一系列支持性行动，激活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动力，撬动

内生治理资源；二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是一种为实现“嵌入”目标而形成的“文化网络”，即行政力量在网

络构建中将国家治理目标与乡土文化价值相融合，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和行动对乡村社会的有效嵌入。嵌

入式文化网络的建构路径和作用机制如下(见图 1)。 
首先，文化复现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基础。在传统宗族型乡村场域中，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

乡贤文化、组织文化等文化治理资源，有着通过礼俗秩序、士绅群体在乡村内部达到一种“善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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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embedded cultural networks” 
图 1. “嵌入式文化网络”分析框架 

 
的传统[39]，对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挖掘、精炼提纯与再构建，唤起乡村社区记忆，重建社会关联

[40]。政府通过将乡村长期存在的文化空间、活动、仪式等存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以盘

活，同时，在此过程中提供增量文化资源[41]。在文化形态和乡村道德不断地被“重复”、“选择”和“创

造”的过程中[42]，“领土–文化认同”构建[43]，乡村成为“私”的单位[44]，为后续行动提供内核基

础。 
其次，关系重塑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关键。网络需要多主体加以构建，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社

会动员，背后都隐藏着关系动员逻辑。关系的背后蕴含着行动伦理[45]。在政府持续性的文化复现中，道

德和情感共鸣的力量被辐射至乡村主体心中，以“感通”的方式将“无公德的个人”唤醒起来[46]，在政

府的主动连接中，存量关系资本从无限的时空中再联结起来。结合声望效应与道德激励等方式，处在“结

构洞”位置的行动主体利用自身的关系吸引链接更多主体[47]，扩展关系资本增量，修复乡村断裂和空缺

的关系网，实现多主体汇合。 
最后，组织再造是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保障。政府通过牵头构造乡贤联谊会等半正式组织，形成

现代性的“集权简约治理”，在行政与自治之间嵌入由国家和乡村社会良性携手的“第三领域”治理模

式[48]，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关联，整合多元碎片化资源，通过乡村社会、国家的协同实现目标统筹、

资源整合和行动实施，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 

4. 构建嵌入式文化网络：基于 J 省 P 镇 G 村的乡村治理实践 

遵循个案研究方法中的典型性原则[49]，本文选取 J 省 P 镇 G 村为分析案例。该村是典型的拥有丰

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而现代治理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一是乡村

人才结构不合理。“虹吸效应”下大量乡村精英离乡进城，乡村成员主要由资源有限的老年人组成。二

是集体行动能力匮乏。乡村传统文化式微后文化规范对乡村成员的行动约束力下降，乡村成员趋向于回

归核心家庭这样“私”的单位，对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治理悬浮困境。基层政府投入的现代性治理资源

和手段得不到乡村的回应，资源投入和治理手段失效。而实际上，G 村作为 J 省第一大单姓自然村和被

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的科考名村、名扬地方的四大家族之一，耕读治家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宗族

文化历史遗迹、习俗与氏族家规、伦理契约以及大量乡村教育、乡贤治理的传统根基。而由于上述治理

困境限制，大量优秀传统文化治理资源被埋没，乡村治理困难重重。 
2017 年 P 镇 G 村开始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启以“中国进士第一村”为主题定位的治理实践。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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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重新挖掘传统治理资源，同时也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为激发乡村自主性探索制度化的路径。 

4.1. 文化复现：传统治理资源挖掘 

传统文化是网络的生存的土壤和依托。G 村作为千年古村和人文渊薮之地，孕育了丰富的伦理价值

等传统文化治理资源。虽近代以来文化式微，但其本身就藏匿在乡村中，只需要唤起[50]。文化蕴涵着价

值和规范，以物态、行态为表征，基于此，P 镇尝试通过公共空间建设、民俗活动传承等方式为优秀传统

资源发挥稳定、持续治理作用提供常态化支持。 
其一，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汇聚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开放性场所，深刻影

响乡村主体的身份认同、心理归属和社会行为，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实现社会整合、秩

序建构、认同塑造等目标的基础[51]。P 镇重建基祖祠堂“仰承堂”、村庙，以“仰承”为主题在祠堂旁

修建进士文化公园，寓意敬仰仙人，光宗耀祖，内含进士文化广场、仰承苑等，进士文化广场内陈列大

量乡规、族约、民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传统和现代要素，仰承苑内孵化了进士文化展览馆、非遗

传承人工作室、乡贤工作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白天，村民们于进士文化长廊纳凉、闲谈；傍晚，村民

们在进士文化广场跳广场舞、聚会。进士文化公园同时作为 G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承载了举办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功能，曾开展节能低碳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文化下乡”展演、红色电影观看等活

动，集传统性功能与现代性功能于一身。目前，这些公共空间不仅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空间，还是国家

政策宣传、文化下乡等治理行为的重要载体。在政府嵌入、政社互动下，以祠堂为中心的功能性公共空

间作用由传统的约束性和符号性空间向功能性和治理性空间转变。 
其二，传统民俗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活动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具有隐喻、交融和共鸣等多种功能[52]，

是凝聚乡村成员的重要载体。为了传承和发挥民俗活动的功能，P 镇将流传千年的鳌鱼灯申报入选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逢节假日，P 镇便会进行主题选定、人员安排等一系列活动，由

此孵化了专业表演队；除此之外，P 镇还将“烧塔”这一传统习俗复兴，每至中秋，P 镇便召集各家各户

将集聚柴火将塔烧成通明火塔，表达“人丁兴旺、日子红火”的美好祈愿。民俗文化活动的复兴不仅为

G 村人的公共活动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丰富了 G 村人的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唤醒了

G 村以进士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社区记忆”，唤起了 G 村人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宗族认同得以激发，

“耕读治家”的公共话语及“建设家乡”的治理共同愿景被再次激活。 
其三，传统文化与村庄关联。传统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网络根植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空间场

域。自 2017 年开始进行连结传统的治理尝试以来，P 镇通过本源型传统复现唤醒乡村的社区记忆，增强

了村庄关联。祠堂村庙重建、主题公园修建、民俗活动复兴、族谱修缮等一系列行动不仅使在村人集聚

起来，还吸引众多迁居在外的同族人返村认祖归宗、参加活动，从“私”的家庭里走出来，展现出对村庄

家族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多出门在外的村里人，很多小孩子，都跑回老家了，图什么呢，凑热

闹，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别的地方又没得玩，现在只能在农村玩。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LGC20230720)政府通过不断强化本源型传统文化，持续性增强同族人的价值认同和关系连结，这种以宗

族伦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推动着文化网络的构建。 

4.2. 关系重塑：多元主体连结 

乡村社会讲求关系本位，网络是基于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建立的[53]。在强调传统回归的同时，政

府将无形的传统关系结构嵌套进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中，激发乡村社会主体参与动力，将乡村社会主体连

结起来。 
其一，政府与乡村精英的关系。乡镇政府指导乡村的工作，效果往往要看个人关系的融洽度[5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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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单向治理中，P 镇认识到需要联手更多乡村精英群体，因此，P 镇趁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

清点、联系户籍、原籍在 G 村或在 G 村长期生活的非公经济、文化精英和有威望的“五老”人员，建立

乡贤微信群，发送月重点工作信息简报；引入列席制度，邀请乡村精英列席镇村两级重要议题会议，如

传统古村落保护和美丽乡村精品点规划建设会议等。逢年过节之时，P 镇便邀请乡村精英参加祭祖、“烧

塔”等村内宗族活动，召开乡贤恳谈会、乡贤茶话会等。“现在的社会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便是他有

心，他也未必有途径来贡献力量，需要我们来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LWP20230720)得益于 G 村

宗族力量的强大，P 镇很快便与数百名乡村精英建立关系。“我们镇党委书记、镇长邀请他们，就是说我

们镇非常高度重视他们，让他们有这种荣誉感，家乡荣誉感。”(XC20230721) 
其二，乡村精英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家族、宗族以其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纽带派生出关系网络、深度

信任等特性。处在“结构洞”位置的乡村精英运用关系资本将无直接关系或者关系间断的行动者联结起

来，成为在行动者之间搭建传递信息、资源的桥梁的“第三方”，扩大原有网络规模。在 P 镇的鼓励下，

在地精英、回归精英感召离土精英，本土精英又利用自身的关系网通过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舶来精英。

如 P 镇引入的企业家 W，流转了包含 G 村内外的 6800 亩土地发展“稻渔共作”，每年增加村集体和村

民收入共计近 500 万；早年在省城创业致富的 G 村人 S 积极回馈家乡，先后向家乡的助学、养老、环境

保护等事业捐赠钱款数万元。其好友，同为 G 村人的 Z 听闻 S 一直为家乡捐资，了解到 G 村的社会筹款

需求，便也萌发助学的想法，加入到助学捐资的队伍当中。“我们都是同姓的，我对你说我捐了多少万，

你听了你肯定也会想为家乡捐一些。”(LMZ20230721) 
其三，乡村精英与村民的关系。乡村精英与村民处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互动中。直接层面，乡村精

英作为在地或离土的优秀族人，运用自身资源反哺家乡，在村内扶贫济困、调解纠纷，与村民建立直接

的关系。“在这个村子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家人，如果矛盾闹到上面，把别人告上法庭，那不成

仇人了吗？现在德高望重的老人也在，老人多说几句，大家互相让步一下，事情也就算了。”(LGC20230721)
间接层面，在宗族型自然村，成员天然地希望获得“好名声”，P 镇对在乡村事务中做出贡献的群体进行

线上、线下宣传、表彰，使得其获得村民的积极性评价和尊重认同，增强其被村民接纳的程度及与村民

的关系强度。为了强化与村民基于认同的关系强度，乡村精英更愿意成为乡村中奉献的“公共人”。 

4.3. 组织重造 

组织是文化网络的主要表征和基本载体，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和功能承载都深刻影响着乡村文化

网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实现乡村有机团结和整合行动的关键环节。 
P 镇党委政府牵头领导成立乡贤联谊会，联谊会实行个人会员制，由当地的乡贤群体组成。在组织架

构上，联谊会设会长 1 名，副会长、秘书长、理事若干名。理事由 P 镇党委提名，会员选举产生，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均在理事中由理事选举产生。在议事程序上，设立会员大会和理事大会，每年初召开会

员大会，党委政府在会上做工作汇报，与联谊会会员讨论，拟议工作目标；理事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理事成员于会上讨论商议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的重要问题。乡贤联谊会通过政府立项、专项事业会员捐款、

赞助等方式筹集资金，助力 G 村民生、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事业。如在民生领域，乡贤联谊会对点包

干各行政村养老互助之家制度，资助老年食堂。“我们的油、米都是乡贤捐的，有乡贤跟我们说，需要什

么物资，以后他都包了。”(XWY20230722)乡贤联谊会成立奖学助学协会，开展高考座谈会和学生点单、

乡贤清单的“点单服务”，每年奖学助学数十万元。“我为他们颁奖的时候都很感动，我告诉他们，学成

归来一定不要忘记家乡，是家乡养育了你们。”(XK20230722)在经济发展中，在当地形成稻渔共作产业

“公司 + 基地 + 乡贤 + 农户”的利益联结发展机制等。联谊会的会员每年要在评议会上接受村民的评

议，评议为“不满意”的会员应主动辞职。在社会治理中，成立乡贤调解室，又叫众厅调解室，设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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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始祖总祠旁。“众厅”在 G 村的民话中意为宗族聚集开会的地方，将乡贤调解室名为众厅调解室，意

为让众人的事众人议，大家关起门来，在家族内部自行讨论化解矛盾。乡贤调解室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

辈、政府工作人员、基层法院的法官助理组成，意为实现“德治、自治、法治”三治的在场融合。将乡贤

调解室开设的 G 村总祠旁，是 G 村想延续宗祠调解效用的一个手段。 
在嵌入性文化网络中，组织实现宗族以传统功能为基础的现代化功能转型。在此过程中，党委政府、

乡村参与者在彼此信任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合作意愿，党委政府通过牵线搭桥和政策支持引导组

织搭建，同时还赋能乡村参与者以增强其治理效能感，进而激发其持续的参与行为。乡贤联谊会成立后，

逐步孵化了奖学助学协会、乡贤调解室、乡贤研学会等组织，在公益事业、调解纠纷、文化传承中发挥

中坚作用。组织借用了传统文化规范和传统关系连结，但以现代化的治理议题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关注，

以传统性和现代性相融合的方式推进民主、高效参与。 

5. 嵌入式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 

基于乡村本源型传统文化构建嵌入式文化网络是挖掘乡村稳定内生性动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

有益探索。乡村治理有效意味着治理路径符合现代性的治理框架和多元共治的要求，治理内容和结果能

够回应国家要求和社会诉求。嵌入式文化网络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其尊重乡村内生文化治理传统，引导

实现现代性治理资源和传统性治理资源的功能性耦合，在乡村的传统底色上绘制出现代性治理蓝图。通

过价值统合、主体凝聚、资源整合最后实现多重治理功能嵌入。 

5.1. 价值统合：公共精神嵌入 

文化网络运作和发挥功能的核心是拥有一套为人所承认并认同的象征性价值和规范，地方社会中任

何希望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主体都需遵循着统一的价值规范进行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传统的宗族型自

然村落这种“他人导向”的社会，“面子”、“声望”等隐形规训存在于每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其行动逻

辑十分明确，行为“应当如何”的观念被所有人认可。在重构文化网络的过程中嵌入现代治理价值和规

范，正是利用这一逻辑使统一的价值得到凝聚和突出，获得认同。P 镇通过“环境塑造–典型示范”的方

式去除原有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传递建设家乡的公共精神价值和尊老爱幼、崇德向善等一系列规范，一

方面将传统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公共空间和民俗活动作为“记忆介质”通过隐喻、暗示、联想等手段

引导乡村成员回忆、思考、联想，激活建设家乡的公共话语和治理共同愿景；另一方面通过乡村精英的

典型塑造和宣传引导激励更多人效仿、学习。这一核心价值体系既有政府刚性的治理目的输入，也有柔

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其中铺垫与调和，能够有效地统合各方价值共识，为持续推进集体行动提供了精

神归依与遵循，在此基础上，持续有效的乡村集体行动得以开展。 

5.2. 主体凝聚：多元主体嵌入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动者在转译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兴趣及认同用自己的语言

转换出来，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招募和动员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行动者的利益能被满足，实现

利益耦合与协同运作[55]。嵌入式文化网络是多个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党委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首先聚

焦乡村治理的问题。G 村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古村落，此前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却没有

看到传统文化资源带来的治理价值，一昧使用现代治理资源覆盖传统治理资源，产生治理无效的综合性

问题。因此，党委政府聚焦如何通过文化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这一核心问题，进而开展一系列行动。在利

益赋予环节，党委政府运用一系列手段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协同，如政府有人力、资源需求，乡村精

英有获得声望和社会地位的需求，村民有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宗族文化天然的认同和向往等，

政府以文化为抓手，一方面使乡村的“社区记忆”被唤醒，发挥凝聚共识，阻挡利益分化的作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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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举办，满足各主体利益需求。在招募环节，党委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吸纳和宗

族认同两种方式连结其他行动者，纵向上政府将乡村精英吸纳于决策体系，横向上利用宗族认同的价值

塑造凝聚宗族成员，打造新伦理共同体。最后在动员阶段，连结在一起的各主体开展集体行动，通过组

织建立，核心行动者党委政府团结其他行动者共同维系合作网络的稳定，实现黏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

村事务的凝聚机制(见图 2)。 
 

 
Figure 2. Framework map for “subject cohesion” 
图 2. “主体凝聚”框架图 

5.3. 资源整合：多重资源嵌入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生存都需要资源，而它常常不能自己生产资源，因此依赖它所在的环

境获得资源[56]。乡村社会亦是如此，乡村发展的落后往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与不适配。嵌入式文化网络

通过“资源汇入–资源整合–资源输出”将多方主体的多种资源多样化、精准化嵌入到乡村，实现为乡

村“输血”。首先，政府的政策资源、项目资源最先注入，乡村的在地文化资源，精英的经济资源、关系

资源、人力资源等资源在嵌入式文化网络构建的过程中不断汇入；其次，网络中的组织结合乡村需求，

对资源进行精细化梳理整合，如通过乡贤联谊会这一中介，资源被细分为民生保障板块的助学资源、养

老资源，产业发展板块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等；最后，资源通过制度化、项目化的方式源源输入到乡

村具体领域中，如在奖学助学领域形成常态化、集中化高考资助机制，在每年的高考师生座谈会上进行

一次性专项资助；在养老领域形成对点包干制度，乡贤联谊会对点帮扶养老之家等。资源整合是嵌入式

文化网络运转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赋能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见图 3)。 
 

 
Figure 3. Framework map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图 3. “资源整合”框架图 

6. 结论与讨论 

结合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本文回答了乡村如何通过现代行政力量和传统文化网络的耦合实现乡村

有效治理的问题，研究发现：在“文化复现–关系重塑–组织再造”的逻辑下，通过传统空间改造和传

统文化活动举办，重塑乡村社会关联，在家园建设的共同价值目标下，凝聚乡村力量，以此撬动传统治

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和文化认同，连结乡村关系网，运用乡土内在的声望机制激励乡村主体参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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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组织构建，将乡贤联谊会建设成决策家乡事的综合平台，并赋予议事会在熟人社会中的正式监督功能；

利用这一治理平台，赋予有治理资源的人以合法的身份，通过组织的形式吸纳社会与市场资源进入治理。

由此可以看出，P 镇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现代化治理目标下，重构乡村文化网络，活化运用了传统治理资

源。此类治理模式与东南沿海的宗族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东南沿海乡村现代化、市场化转型的关键。

因此，本文强调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族文化的作用，但

这并不意味着向原生态宗族复归，否定已做出的现代化创造成果，而是在消除传统保守因素以及局限性

影响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合理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而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制度内

核。在此过程中，政府需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在内的网络，在激发基层社会自主性的同时，将现代化的治

理目标和行动规则嵌入主体合作网络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性与嵌入性的功能契合。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三点：一是本文提出“嵌入式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框架丰富了乡村有效治理实践

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对于回答乡村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二是“嵌入式文化网

络”对行政力量的嵌入和文化网络的重构通过了分析视角，这可能有助于丰富当前的文化治理理论和嵌

入理论；三是“嵌入式文化网络”的提炼是基于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尝试，其典型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外推

性，对于其他乡村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虽然案例具有典型性，但其仍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嵌入式文化网络”的构建逻辑和功能机制是否能运用到其他乡村仍需进一步检验，后

续需通过多案例比较、大数据分析等出发检验、修正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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